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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亚同文书院“大旅行”调查报告书的

制作和流转(1907—1916) ∗

王　 　 刚

　 　 内容摘要:关于东亚同文书院“大旅行”报告书的制作、流向及其与

日本军方的关系,学界长期存在争议。 基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报告书

制作费凭证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的调查报告书手稿等核心资料,研
究发现,1907 年至 1916 年间,报告书在撰写阶段仅有一部“正本”,并无

“副本”。 “副本”的制作由东亚同文会本部负责,每次复制三部,并全部

提交外务省,再由外务省分别转送参谋本部和农商务省。 此外,东亚同文

会还通过《支那省别全志》等出版物面向日本社会整理并公布报告书内

容,然而其中存在严重删减,旨在掩盖“大旅行”的真实意图。
关键词:东亚同文会　 东亚同文书院　 “大旅行”调查报告书

引言

1900 年,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华设立“南京同文书院”,以培养“中国

通”为主要办学目的。 一年后,书院迁往上海,更名为“东亚同文书院”。
1902 年,在院长根津一、教授根岸佶等人策划下,书院开始组织学生以

“修学旅行”名义前往中国重要都市开展实地调查,此后每年如之。 1907
年,“修学旅行”从通商口岸扩大到中国内地,东亚同文会相应提出“大旅

行”称谓,以示与之前的调查相区别。 之后,“大旅行”持续实施 30 余年,
每年形成的报告书均超过万页。 这些情况,学界已有共识。 但是,报告书

的流转和利用情况,长期以来众说纷纭,迄今仍有不少疑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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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0 年,书院官方在编写“三十周年纪念志”之际,明确记载每年的

报告书都会制作若干部,“参谋本部、外务省、农商务省每回一部寄赠”①;
1940 年编写“四十周年纪念志”时亦沿袭此说②。 1998 年是东亚同文会

创立 100 周年,其后身“霞山会”组织出版了《东亚同文会论考》一书,书
院毕业生江头数马执笔的《昭和期的东亚同文会活动》指出,调查报告书

“是手写在薄纸上,夹带着碳纸复制五份,然后装订成一本书”③。 相比前

说,这里提示出两点新信息:其一,报告书共复制 5 部;其二,“副本”是通

过复印纸与手稿本同时生成。 不过,作者在书中没有指出文献上的依据,
大概是据回忆描述。 2001 年,日本学者薄井由出版《东亚同文书院大旅

行研究》,提出调查报告书“每年印 5 份抄本,分别提交给参谋本部、外务

省、农商务省,在东亚同文会、同文书院也各保存 1 份”④。 此说与江头的

说法基本一致,又进一步指出了 5 份报告书的流向。 遗憾的是,薄井此说

没有相应注释,说服力打了折扣。 同年,爱知大学(东亚同文书院后身)
教授藤田佳久为纪念书院创立 100 周年撰文指出,报告书制作的数目及

其去向,在日本一直存在争议,而这关乎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相:比如,有人

认为书院学生在编写报告书时使用“碳酸复印纸”制作了复制本,其中包

含了送往参谋本部的一份;如此一来,书院学生的调查成果就会被军方

“以某种形式利用”,这进而影响到战后日本关于书院的一种传言(即该

书院是一所“间谍学校”)是否成立。 为澄清争议,藤田教授在针对健在

毕业生的调查问卷中,特意提出一个问题:报告书作成时,制作了多少部?
大多数受访毕业生都回答只制作了一部“正本”,即手写本。 但也有受访

者回答制作了两部或三部“副本”,还有个别人回答四五部或六七部。 这

一情形对“5 份副本说”形成巨大挑战。 并且,受访者回答差异如此之大,
让藤田教授也难以给出定论。 他最后推测说:学生制作的报告书,很可能

只有 3 份,分别是提交给书院的“正本” (即手写本)、提交给书院母体东

亚同文会的“副本”和提交给外务省(“大旅行”资助部门)的“副本”。 除

此之外,可能还存在其他“副本”,如参谋本部得到的“副本”,但它们“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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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“名都要津”做详密调查①。 从中可知,计划中的“大旅行”调查思路存

在着“求全”的特征———在地域上要覆盖中国全境,在题目上要囊括“政

治、经济、商务等一切事物”。 在这种思路支配下,每年的“预定计划案”
在设计调查题目时,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安排。 以 1907 年的“预定计划

案”为例。 “旅行调查班”的调查题目分为四个大类:1. 地理;2. 经济;3.
商业;4. 政治。 每个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,其情形如下:

地理:甲　 山河形势;乙　 气候及地味;丙　 人口、都邑及人情风

俗;丁　 各种生产事业;戊　 交通运输及税关。
经济:甲　 田圃及宅地;乙　 资本家事情;丙　 劳动者事情;丁　

物价;戊　 人民生计程度;己　 财政;庚　 外国人企业及势力。
商业:甲　 贸易大势;乙　 重要商品;丙　 商业惯例;丁　 商贾及

组合;戊　 度量衡、货币及金融。
政治:甲　 行政;乙　 军政;丙　 司法;丁　 教育;戊　 宗教。②

“驻在调查班”③的调查题目与此相近,不再赘述。 1911、1914 等其

他年份的调查计划中所见题目,在一级标题、二级标题上与 1907 年高度

相似,只是二级标题下有进一步的分类。 比如,第一级标题“地理”之下

的第二级标题“沿途形势”又细分为“甲,沿途概况” “乙,山岳” “丙,河流

和湖泊”等④。 这表明 1907 年确定的调查纲目日后仍在大体沿用,1917
 

年之前基本不变。
如此之多的调查题目,需要足够的人手与精密的分工。 因此,每年的

“预定计划案”都会将调查题目与人员配置合并考虑,事先确定好每一类

题目的人员数量。 其具体方案是“3×2+1”模式,即每个“旅行调查班”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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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7 名人员,其中“地理” “经济” “商业”三大类题目,各安排 2 名“商务

科”学生,一共 6 人,第四个大类“政治”安排 1 名“政治科”学生①。 由于

存在伤病、考试不合格等意外情况,这种方案无法完全落实。 但是,分工

调查的原则在调查阶段都得到了贯彻。 在 1908 年 5 月的东亚同文会会

员大会上,干事长根津一(兼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)报告说:第一回(1907
年)“大旅行”调查中,一共安排 16 个调查班,每个班 6—8 人,“分工负责

不同的问题”②。 另外,在学生每年提交的“大旅行日志”中能看到更详

细的分工。 比如 1908 年“赣闽粤线”调查班共 8 人,其中池永醒三、近藤

龙雄 2 人负责“山河形势、
 

气候及地味” “人口、
 

都邑及人情风俗” “各种

生产业、交通运输及厘金”等 3 个方面;吉崎次朗、金井胜三朗 2 人负责

“劳动者事情” “人民生活程度” “外国人势力” “田亩、
 

宅地及资本家事

情” ;大藤义夫等 4 人负责“ 贸易之大势” “ 商贾及组合” “ 商业惯习”
“货币、金融” ③。 同年“津浦线”调查班的分工是:河野仲之介负责“山河

形势、气候及地味” “人口、都邑、人情风俗” “田园和宅地” “财政”;儿玉

英藏和吉见孝悌负责“各种生产事业” “交通运输和税关”等④。 由此可

知,各“旅行调查班”的调查题目是统一的,但分工方法是灵活的,未必

每个大类下各有两人。 常见情形是按调查纲目中的二级标题进行分

配,每人负责若干个。 这种方式对于报告书撰写阶段的工作量来说,大
体适宜。

由于预先确定了调查题目和分工协作的原则,每年“大旅行”期间同

一调查班的成员是带着不同的问题分别收集材料,实际的调查对象和调

查时间各不相同。 1907 年“天津班”的“大旅行日志”记载,他们是 7 月 6
日从上海出发,11 日到达天津,13 日开始“各自按照调查题目展开调

查”。 到 8 月 23 日,马场锹太郎生病,其他成员考虑到他担当的调查题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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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基本完成,就同意他提前回国,剩余人员则继续调查①。 可以想见,
这种分头行动的结果,是每个人仅熟悉自己调查领域内的情况,而对其他

领域近乎一无所知。 并且,调查过程中形成的调查资料种类繁多(包括

文书、地图、拓片、照片等),为数又极大,不可能统于一人之手进行整理。
这些决定了报告书撰写也只能是分头进行,即每人按照各自负责的调查

题目分别起草一部分,然后以“拼盘”的形式提交书院。 《东亚同文书院

中国调查手稿丛刊》 中收录的报告书手稿本影印件恰好证实了这种推

想。 该丛刊收录的 1927 年“京津经济调查班”的报告书手稿本第一卷第

一编(“烟酒税”)部分由松代冏次撰写,第二编(“盐税”)则由内田正喜

撰写,第三编和第四编的执笔者也各不相同,每人起草的部分有一个单独

的目录②。 由于 1927 年之前的调查报告书手稿本下落不明,尚不能完全

确定在本文的研究时段内(1907—1916) 报告书手稿本也是同样的“拼

盘”形式,但二者应该不会相去太远。
如果上述推断无误,则报告书在撰写阶段不可能制作“副本”。 道理

很简单,某一个调查班的手稿本由于是分头撰写,每部分的笔迹不同、工
整程度不同、笔误多少不同。 如果在这个阶段用复印纸制作“副本”,则
每个“副本”都存在多种笔迹,无法做到整洁统一。 这样的“副本”如何能

提交给外务省等官厅? 因此,前述针对毕业生的问卷中大多数人的回答

是可靠的,即调查学生制作的报告书只有一部“正本” (即手稿本),并未

复制任何“副本”③。 这一推测还可以从报告书手稿本的形成时间来做进

一步考证。 在 1907 年“营口班”提交的调查资料(调查报告书及“大旅行

日志”)中,有“营口驻在班班长太田外世雄致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

殿。 明治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”④字样。 这表明报告书手稿本提交书

院的时间是 1908 年 2 月 29 日。 同年“京汉班”提交的调查资料中,与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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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书同时提交的“卫生日志”封面上有“明治四十一年五月”①字样。 据

此,该班报告书手稿本提交时间是 1908 年 5 月。 按照惯例,“大旅行”是

在每年的 7 月开始,10 月前后结束。 此后,调查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整理

材料、撰写报告书②。 考虑到报告书有代替毕业论文的用途,而书院每

年的毕业典礼是在 6 月,上述两份报告书手稿本的形成时间应该具有

代表性,即大多数调查书手稿本都是在调查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年 2—5
月间撰写完成并提交书院。 但据外务省档案,东亚同文会向该省提交

“大旅行”调查报告书的时间,却往往是调查活动完成后的第三年,甚
至更晚,详见表 1:

表 1　 “大旅行”调查报告书提交外务省情况简表(1907—1916)③

回数 调查时间 提交时间 报告书规模

第一回 1907 年 约 1909
 

年
 

6
 

月 16554
 

页

第二回 1908 年 1911
 

年
 

1
 

月 7
 

日 81
 

册

第三回 1909 年 1911
 

年
 

4
 

月 27 日 67
 

册

第四回 1910 年 待考 待考

第五回 1911 年 约
 

1913
 

年
 

10
 

月 不详

第六回 1912 年 1914
 

年
 

9
 

月 9 日 52
 

册

第七回 1913 年 约
 

1915
 

年 8 月 约 67 册

第八回 1914 年 1916
 

年
 

9
 

月 18 日 80
 

册

第九回 1915 年 1918 年 3 月 22 日 26
 

册

第十回 1916 年 1919
 

年
 

3
 

月 5 日
 

34
 

册

　 　 说明:1. 1908、1909、1912、1914、1915、1916 年报告书的提交时间,据东亚同文会

所附的公函得出。 2. 1907 年第一回报告书,是分期分批提交,最后一批提交时间应

接近于本期报告书制作费用清单的提交时间 1909 年 6 月 11 日,故推定为本年 6 月。

3. 1911、1913 年报告书提交时间,是按抄写人员报酬凭证上的报告书制作时间推断;

报告书册数是据“制书所”收据上的册数推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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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如藤田教授推断,学生制作报告书“正本”时,即制作了提交外务

省的“副本”,似乎不必间隔如此之久。 更大的可能是,
 

制作报告书“正

本”时,并未制作“副本”。 书院在得到“正本”后,有另外一个环节制作

“副本”,因此需要比较长的时间。

二、报告书“副本”的制作及去向

那么,是否真有这样一个制作“副本”的环节?
 

假如有,是由书院制作

还是其母体东亚同文会制作,抑或其他渠道制作? 1909 年 6 月,根津一

向外务省提交了第一回(1907 年)“大旅行”调查报告书的制作费用清单

(见图 1),借助其中的记载,上述疑问可以得到部分解答。

图 1　 第一回报告书制作费用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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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清单罗列的各项支出中,引人注目的是“碳酸纸”费用①。 “碳酸

纸”即复印纸。 既然有这一支出,意味着该清单对应的报告书制作过程

中存在复制情况。 那么,复制本可能有多少部? 在正文用纸费(即图中

的“本文用纸代”)的页数(即图中“枚数”)一栏,注明是“三通分(份)”,
这里的“三通”可能指三部。 再看抄写费(即图中“笔写料”)一栏,抄写

页数是 16554 页,而正文用纸页数是 49662 页,恰好是前者的 3 倍。 这意

味着,抄写人员抄写了一部报告书,同时用复印纸复制出两部,合起来生

成三部报告书“副本”。 这与“三通”的记载刚好相合。
此外,该清单“备考”一栏有句话也值得重视:“杂费”包含了“原稿以

及用纸的邮送费用”。 “原稿”,在日语中有“草稿” “手稿”的意思。 这提

示出:由学生撰写的报告书手稿本在提交书院后,很可能由书院邮寄给东

亚同文会本部,然后由本部组织人力进行誊写和复制。 实情是不是这样

呢? 带着这一问题,笔者在外务省档案中找到了更多的报告书制作费用

文书,其中最重要的是制作人员和文具商店、“制书所”等留下的收款“凭

证”。 这些文书除了能揭示报告书的制作者,还能反映制作过程。
首先,上述收款人在领取费用时,收据的行文对象是“东亚同文会御

中”或“东亚同文会本部御中”②。 这表明,报告书的制作费用由东亚同

文会本部支付。 同时,这些人员在收据上留下的地址,显示他们都在日本

国内(大多在东京)。 二者结合可证明,上述推想无误,即东亚同文书院

在得到调查手稿本后,寄给东京本部,由本部在日本国内组织人员抄写、
复制。

其次,报告书在制作期间,有两类人员配合。 一是统筹协调日常工作

的事务人员,二是抄写人员。 他们在领取报酬时,相应形成两种收据:即
“报告书制作事务津贴凭证”和“笔写料凭证”。 从这些“凭证”看,前者

的报酬是按月支付,一般为 15 元;后者的报酬是计件支付,抄写一页报告

书“普通文”(即日文)可获得
 

3
 

厘(0. 03
 

日元),一页中文或图表则为 5
厘③。 事务人员的数量很少,一般每一回报告书制作期间只有 2

 

人,担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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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第一回支那内地旅行調査報告書作成費》,JACAR:B12081968600,第 415 页。
《事業補助費 の 内支那 調査報告書作製費 の 内事 務 手 當証憑 》, JACAR:
B12081971700,第 78—169 页。
《事業補助費之内調査費支那調査報告書筆寫料証憑》,JACAR:B12081973000,第
60、67—87 页。



这一工作的主要是大原武庆、柳本贤太郎、日田次郎和山本熊一①。 后者

的人数较多,一个制作周期有 10 人左右,如第七回(1913
 

年)报告书的抄

写者是日田次郎(兼事务人员)、长谷川豁、堀秀房、大东吉丸、村上久吉、
円见保太郎、内助七、山下永亮等 8 人②;第八回(1914

 

年) 则是日田次

郎、长谷川豁、堀秀房、大东吉丸、门田繁盛、安宅计作、安田龟次郎、川井

正久、堀内干城、本川长夫、清水董三等
 

13
 

人③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两类人

员的报酬在行业中都堪称低廉。 根津一在向外务省报告第一回报告书制

作经费时指出:正常的抄写费标准,每页要
 

8
 

厘左右,但“本会讲求特别

的办法”,实际价格只有一半。 所谓“特别的办法”,就是让东亚同文书院

毕业生或本部工作人员来充当上述人员。 如前面提到的大原武庆是东亚

同文会本部的“干事”;柳本贤太郎是书院第二期毕业生;堀内干城是第

八期毕业生;山本熊一是第九期毕业生;日田次郎、长谷川豁、本川长夫是

第十期毕业生④。 他们都有各自工作,制作报告书系兼职,要价自然不

高。 并且,第五期之后的毕业生都参加过“大旅行”,熟悉报告书手稿本

的内容和体例,可以提高工作效率。 另外,报告书有涉密内容,用他们抄

写可以起到保密目的。 因此,报告书的复制虽然不是由东亚同文书院完

成,实际上仍出自书院学生之手,只不过是一批被挑选的学生。
第三,抄写人员在提交收据之际,会附上一个表格,注明他们该结算

周期的工作内容。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抄写报告书的进度。 如 1915 年 2
月 24 日,日田次朗在领取当月抄写费用时,注明他当月抄写的是第七回

(1913 年)“大旅行”调查报告书的第 8 卷第 11 编的全部,合计 210 页正

文和 11 页图表。 到了 3 月 25 日领取报酬时,又注明本月抄写的是同一

17

①

②

③

④

仁木斯敏、冈茂、内山顺一、鸠原广□、中谷义信、佐□广龟也担任过“事务人员”,但
为时较短(《東亜同文會関係雑纂 / 受払計算書及証憑書》,JACAR:B12081971700,第
79—88 页;B12081972100,第 523—536 页;B12081975500,第 383 页;B12081976700,
第 190—194 页;B12081977400,第 73 页)。
《東亜同文會関係雑纂 / 受払計算書及証憑書》,JACAR:B12081972400,第 34—45
页;B12081972500,第 80—124 页;B12081973000,第 66—87 页;B12081974600,第

221—227 页。
《東亜同文會関係雑纂 / 受払計算書及証憑書》,JACAR:B12081973800,第 18—64
页;B12081975200,第 125—165 页;B12081975500,第 362—381 页;B12081976200,
第 182—205 页。
《東亜同文書院大学史》,第 304—310 页。



报告书的第 12 编全部,合计 185 页日文,4 页中文,5 页图表。 同期的抄

写人员还有长谷川豁等 7 人,他们的进度与日田相当,即每月一般抄写

200 页左右,8 人合计 1600 页左右①。 而每一期制成的调查报告书都在

15000 页左右,这意味着全部抄完需要 10 个月左右。
 

这就可以很好解释

为什么从报告书手稿本形成,到东亚同文会向外务省提交报告书,会间隔

一年左右。
第四,报告书抄写完成后,由事务人员编写“总目次”,然后交“制书

所”装订成册。 装订方法一般以调查班为单位(后期有所变化),按复制

本的厚度不同,被装订成 3—9 册不等。 每一册都有一个统一的封面,上
面有某某线“调查报告书

 

壹”或者“贰”“三”(下略)字样。 这种封面是调

查书手稿本和复制本的显著区别。
报告书在制作完“副本”后,自然要提交有关部门。 这些部门到底是

哪些? 要解答这一问题,有必要对“副本”的数目做进一步探究。 上文据

根津一提交的第一回调查报告书制作费文书,得知复制的数目是 3 部(包
含誊抄本在内)。 但这 3 部有没有可能只是提交给外务省的“副本” 数

目,此外还有若干“副本”用来提交其他部门呢?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无法

完全排除,但可能性甚小。 第一回报告书的制作费是 829. 457 元,按当时

日本的物价水平,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。 当时,东亚同文会从外务省领取

的“大旅行”经费是每年 10000 元,但这不包含报告书制作费②。 因此,这
笔经费需要东亚同文会另筹。 1909 年 4 月,根津一为筹措第一回报告书

的经费,向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求助,希望该部能提供 800 元的

报告书“誊写费”。 宇都宫再三设法,最后提供了 500 元,到当年 11 月才

交付③。 可以想象,在 3 部 800 余元的制作费都如此难以筹款的情况下,
东亚同文会如何制作更多“副本”? 因此,第一回的报告书应该只有这 3
部。 那么,第二回、第三回以及更晚报告书的“副本”数目会不会有所增

27

①

②

③

《事業補助費之内調査費支那調査報告書筆寫料証憑》,JACAR:B12081973000,第
72、81 页。 按,报告书复制本制作方法前后不同,抄写进度也就不同。 这里反映的

是第七回(1913 年)之后的报告书抄写情况,第一至六回的抄写进度较快,每月每

人可达 500 页左右(《事業補助費之内調査費支那調査報告書筆寫料証憑》,JA-
CAR:B12081971700,第 89—167 页)。
《第五回大旅行予算案》,JACAR:B03050449300,第 59 页。
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:《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》
第 1 卷,岩波書店,2007 年,第 228、282、288 页。



加? 1914 年,东亚同文会获得外务省新一周期的补助金,“大旅行”经费

增加到每年 2 万元。 但同期因创办了“农工科”,学生人数增加,“大旅

行”的花费更多,报告书制作经费依然不会宽裕①。 其次,前引报告书制

作费“凭证”显示:截至 1916 年,制作人员的报酬一直没有变化。 第一回

报告书每页的抄写报酬是 4 厘,假如之后的报告书“副本”有增加,这意

味着书写时要有更大的笔压(“副本”是通过复印纸制成,必须笔压足够

才能文字清楚),抄写人员自然会要求更多的报酬,但这三年间这类报酬

并未增长(日文 3 厘每页,中文和图表 5 厘每页,平均下来也仍是 4 厘)。
同期,事务人员的每月津贴也未提高②。 报酬不变意味着工作量不变,因
此每年复制的“副本”应该是相等的,即一直都是三部。 那么,这三部是

不是如东亚同文书院“纪念志”所说,分别提交给外务省、参谋本部、农商

务省各一部? 实情并非如此简单。
第一回报告书是分期提交,即做好一批提交一批。 在 1909 年 5 月提

交部分报告书之际,东亚同文会所附公函称:“谨呈支那内地大调查报告

书,内京汉、粤汉两旅行班调查报告书各三部。 别册目录三通。”收件人

是外务省“政务局”③。 此处清楚显示:三部“副本”是全部交给外务省,
并非只是“一部寄赠”。 在提交“芝罘班”报告书时,所附的公函也写明

“净书三部,各八册”④,这里的“净书”即“誊抄本”及其复制本。 可见,至
少第一回的报告书“副本”是全部提交外务省。 第一回之后的情况未见

明确记载,但笔者注意到此次报告书提交后,外务省在“北京班”报告书

上盖上了“机密” 的印章;1908 年“长江班” 报告书封面上也有同样情

况⑤。 这意味着部分报告书内容不适合公开。 既然如此,东亚同文会在

尚未得知外务省处理意见的情况下就将报告书同时寄送其他部门,似乎

不合程序。 据此可谨慎推定:之后的报告书“副本”也像第一回这样,全
部提交外务省。 既然如此,那参谋本部和农商务省还能否得到报告书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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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命令書》,JACAR:B12081969300,第 374 页。
《東亜同文會関係雑纂 / 受払計算書及証憑書》,JACAR:B12081973000,第 60—87
页;B12081973800,第 18—29 页;B12081976700,第 162—188 页。
《分割 5》,JACAR:B12081968600,第 42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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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務局長宛書信》,JACAR:B03050506800,第 9 页。
《表紙》,JACAR:B03050451200,第 6 页。 《1. 東亜同文会ノ清国内地調査一件報告

書(長江線ノ部)別冊 / 仕切》,JACAR:B03050569000,第 6 页。



　 图 2　 1908 年 10 月 14 日东亚同文会

致外务省政务局公函

在外务省档案中,收录有 1908 年

10 月 14 日东亚同文会的另一份

公函(见图 2),其正文是报告第一

回报告书中“浙赣湘线旅行班”的

“净书”制作完成。 此次提交的数

目仍是“三部”,收件方仍是外务

省“政务局”,这与前文所述完全

一致。 值得注意的是公函上方有

一处眉批,文字如下:
一部交付福岛参谋次长,

一部在政务局。①

从语气来看,这段文字是负责外务

省文书保管工作的“记录课”人员

所留。 文中“福岛参谋次长”,即
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。
这里清楚无误地显示,三部 “ 副

本”提交外务省后,其中一部由该省交付参谋本部。
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,即该交付行为是外务省单方面的意志? 还

是东亚同文会也知情? 这牵扯到藤田教授重视的另一个问题:即“大旅

行”与日本军方的关系,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。 1913 年 5 月东亚同文

会会员大会上,根津一有如下报告:
我们正在努力完成第六回(引者按,1912 年实施)中国内地调查

旅行的报告书。 报告书的页数也达到了一万五六千页。 加上之前的

报告书,我们目前收集的中国内地调查报告书已经超过十万页。 这

些报告书已分发给参谋本部、农商务省、外务省等多个部门,并被借

阅给各方面参考。②

1934 年 6 月,东亚同文书院致伪满洲国吉林省公署的公函中也写明:
敝院二十余年来,利用夏期休假派遣最高级生分赴东亚各地调

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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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東亜同文會挨拶状》,JACAR:B03050591300,第 7 页。 按,下“一”字原作“二”,复
改作“一”。
《東亜同文会大正二年春季大会》,東亜文化研究所编:《东亜同文会史》,第 505
页。



查一切,并收集资料。 结果每年除报告外务、陆军两部外,复刊行

《支那经济全书》十三册。①

这就表明,报告书交付日本陆军,东亚同文会完全知情。 进而可推论,
“大旅行”在服务日本军事扩张方面没有藤田教授推想的那么保守(关于

这一点,下文第三节还将补证)。 同时,根津的报告还印证了书院“纪念

志”中的说法:即报告书还会交给农商务省一部。 前引 1908 年 10 月 14
日公函上的眉批之所以没有提及农商务省,应该是留在政务局的那一部

报告书还未处理完成。 而按外务省文书流转的常见过程,政务局处理完

成后,会交给本省“通商局”进一步处理。 该局处理完成,再转交农商务

省是合乎情理的,毕竟报告书中有大量“商务”方面的内容。
外务省作为最先接受报告书的官厅,它保存的应该是制作“副本”时

的“誊抄本” (即抄写人员手抄的那一部),最方便读者利用。 另外,据
1924 年 11 月 7 日东亚同文会致外务省的公函:自第一期“大旅行”以来,
每期“大旅行”的报告书都连续提交②。 故外务省保存的报告书,至少截

至本年是连续而完整的。 不过,目前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已公开者,仅有

1907 年(第一回)、1908 年(第二回)和 1915 年(第九回)三年的能看到全

文,另有 1909、1911、1912、1914 年的能看到目录。 将这些资料与上述报

告书制作费用“凭证”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公布的相关资料等结合起来看,
可发现报告书“副本”的制作方法前后有所变化,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:

第一至六回(1907—1912) “副本”的制作是一种简单复制。 从这一

时期的报酬“凭证”③中能看到,抄写工作是以调查班为单位,一个(偶尔

两个)抄写人员从头到尾抄完某个调查班报告书手稿本。 按这种方法,
报告书手稿本中的卷、编、章、节框架,原封不动得以保留。 因此,亚洲历

史资料中心公布的 1907—1908 年的报告书复制本以调查班为单元,各班

报告书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,连续而完整。 这种复制方法还谈不上“整

理”。 “副本”制作的意义,除了“一生多”,就是“干净化”,即把“拼盘”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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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函为派遣学生调令》,《吉林省公署公报》1934 年第 96 期,第
2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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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正 11 年 3 月 14 日から大正 13 年 11 月 7 日》,JACAR:B03050451000,第 490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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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手稿本统一笔迹,使其大致工整。 正因如此,上述东亚同文会公文把这

时期的“副本”称为“净书”。
第七至九回(1913—1915)的“副本”制作,“整理”成分增加。 从报酬

“凭证”看,该时期是先按专题确定若干“卷”,之后抄写人员以“卷”为单

位,每人负责抄写某一卷或该卷某一编的内容。 比如 1915 年复制本“总

目录”中,第一卷是“厘金、盐政和国债”,第二卷是“矿业”,第三卷是“交

通运输”(下略)①。 抄写人员在抄写时,将各调查班报告书手稿本中关

于“厘金、盐政、国债”的集中归入第一卷,关于“矿业”的归入第二卷,关
于“交通”的归入第三卷。 如此一来,撰写阶段以调查班为单位提交的手

稿本原文被拆分,按新的编辑思路重新排列组合。 于是,今天在亚洲历史

资料中心看到的 1915 年报告书复制本的目录和正文,都不再是以调查班

为单元。 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,目前未见明确记载。 不过,笔者注意到它

是从第七回报告书开始。 而这一年的报告书,是 1914 年春撰写手稿本,
1915 年 2 月前后制作“副本”。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大事是,日本内阁批准

了东亚同文会提交的《对支那经营助成案》,并提供 15 万元的经费(时在

1914 年 5 月)②。 经此,东亚同文会的调查和编纂活动更是主动服务于日

本官方的对华扩张。 而该时期日本外务省的要务是逼迫北洋政府答应

“二十一条”。 因此,它对中国的关心不是想全面了解国情,而是聚焦于

时局中的若干热点,比如“二十一条”中涉及的矿山问题、铁路问题,以及

同时期袁世凯“善后大借款”涉及的“财政”问题等。 对于这样的需求来

说,东亚同文会按最初方法制作的报告书不方便利用。 试想:外务省若要

通过报告书了解中国矿山方面的情况,它需要逐个翻阅各班的报告书找

出相应内容来。 且由于各调查班的报告书是分别起草,同一类内容的卷

次、编次并不完全一致,章次差别更大:同样是“矿山”的内容,在甲班报

告书中可能在第二卷第三编,在乙班报告书中则可能在第二卷第六编,检
索困难。 更方便的做法是打破各班的藩篱,按专题归类。

第十回(1916 年)报告书的复制方法与七至九回相似,也是按照新的

编辑思路将报告书原文重新排列组合,但组织内容的基本单位不再是专

题,而是地域。 比如,《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》影印的这

一年报告书复制本第一卷是“北满”,第二卷是“广东、广西两省”,第三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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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“关外地区”,第四卷是“直隶、山西、山东地区”①。 需要注意的是,调
查阶段不是以省别安排调查路线,因此每个调查班的调查区域与这里卷

标题中的区域并非一一对应。 比如,第四卷“直隶、山西、山东地区” 中

“山西”部分的内容,不是来自于一个专门调查“山西”的调查班。 从当年

的分班情况看,“河南山西班” “直隶山西班”都调查了山西,其报告书手

稿本中都有关于该省的记载,报告书复制阶段将这些内容集中到一起。
第十回报告书整理、复制于 1917—1918 年,与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《支那

省别全志》是同一时期,而二者的编辑体例十分相近。 考虑到这一因素,
第十回报告书的编辑思路很可能受到后者的影响,对应的背景正如藤田

教授所分析:1916 年袁世凯死后,中国陷入军阀混战,而各军阀“以省为

单位进行统治”,各省“具有自给自足的独立性”。 在军阀争端中,“省份

的传统聚合性始终是基础”②。 东亚同文会应该是看到了省份的意义如

此重大,故而改变了报告书的整理、复制方法。
不论是按以上何种方法进行整理,复制阶段的报告书都高度忠实手

稿本原文。 据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披露,每年的报告书手稿本一般在

15000 页左右,部分年份达到 2 万页以上③。 而笔者统计亚洲历史资料中

心披露的 1908 年报告书复制本,总页数是 11689 页,但这不包含北京“驻

在班”内容,如果按各班的平均页数推算,估计在 13000 页左右;1915 年

报告书复制本是 8216 页,但它缺少整个第八卷的 5 册内容,如果按每一

册平均页数推算,本年报告书复制本应该有 10270 页。 报告书手稿本和

复制本都是用日式的薄页格子纸书写,每一张左右各 13 列,故纸张大小

的差异可以忽略。 但手稿本笔迹不一,大多数字号较大;复制本笔迹统

一,字号较小。 如果考虑到这种差别,两个版本的总页数虽相差 3000 页

左右,但字数应该十分接近。 另外,复制本抄写人员是按页计算报酬,他
们不会倾向于删减手稿本的内容。 正是如此,一些按语(如“我等才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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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天瑜主编:《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·总目、索引》,国家图书馆出

版社,2017 年,第 1—4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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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页;1913 年 5 月会员大会指出,第 6 回报告书有“一万五六千页”,加上之前的报

告书,“已经超过十万页”(東亜文化研究所编:《東亜同文会史》,第 467、505 页)。



浅”),复制本都做了保留。 手稿本所附的地图、表格、商业单据等,复制

难度大,也都设法复制了。 因此,复制阶段制作者的用意是把手稿本的内

容尽可能完整地呈送给日本官方。

三、报告书的利用情况

(一)外务省与参谋本部的利用

客观地说,调查资料一旦提交官方,其下一步的流向和用途往往是原

调查者难以控制的,因此,即便是出于中立目的调查资料,也可能被居心

险恶者利用,产生与原来动机相左的实际效果。 不过,“大旅行”调查不

属于这种情况。 前文已述,外务省是“大旅行”的主要资助者。 另外,参
谋本部和农商务省也提供一定经费①。 为了酬答这些官厅并争取下一周

期的支持,东亚同文会自“大旅行”实施之初就大肆兜售该调查活动的多

重价值,主动迎合这些部门的对华扩张需要。 1911 年,干事长根津一向

外务省提交《支那实地旅行调查要旨》,总结前几年的“大旅行”成果。 在

调查资料部分,根津指出:过去几年的调查资料十分充实,“经济事情尤

其详密”,它们平时可供编辑地理书籍或“经理学校” (按,日本的一种军

校,负责培养军事财务、给养等“主计科”人才)所用,到“事变场合”更可

以发挥“最重要之价值”;同时,调查活动深入中国内地,培养了该地区的

“亲历者”,他们对“国策前途”有重要价值②。 “大旅行”有推动日本对华

经济扩张的目的,这一点已由先行研究者指出③。 而根津的上述总结暴

露出“大旅行”的调查动机不止于此,还有预备政治、军事扩张的目的。
正是这样,“大旅行”在设计调查题目时,将“政治”作为与“地理”“经济”
“商业”并列的一个大类,其下有“行政” “军政”等小类。 另外,调查题目

中未见明确要求,但在调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是测绘地图。 如

1907 年,“浙赣湘班” 用专业工具测绘出“钱塘江及锦江踏查地图”④;
1908 年,“晋蒙班”在张家口期间“每天在山上绘地图”⑤;1914 年,“湖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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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班”学生在射洪县测绘当地的隘口和盐井①。 正因如此,每回调查报

告书中都存在大量政治、军事类内容以及调查人员实测的地图。 如 1907
年调查报告书中,“北京班”的第二卷全部是“新陆军”的内容②;1908 年

“鄂蜀班”第一卷第二编全部是“军政”内容③;同年“晋豫班”第一卷第四

至六编,分别是“财政”“军政”“宗教”类内容④。 这些资料显然都超出商

用的范畴,有预备“事变场合”的用意。
既然“大旅行”在调查阶段就有主动服务官方需要的相应安排,那么

调查资料提交有关部门后,对方不可能不加以利用。 其主要途径有二:一
是在处理对华交涉某一类问题时,将相关的调查资料抽出,作为参考资

料。 如 1910 年前后,为争夺路况利益,外务省将 1907—1908 年“大旅行”
各调查班中途经中国铁路沿线的调查报告抽出,制作成“东亚同文会清

国内地调査一件 / 各铁道线报告之部”的卷宗。 二是根据调查报告书制

作衍生资料。 如 1910 年 2 月参谋本部编制《清国中央官厅诸表》,其“备

考”部分明确记载:该表的资料来源之一即“东亚同文会报告”⑤。
另外,外务省、参谋本部及农商务省还会把调查报告书交给其他官厅

“借阅”。 对此,前引 1913 年 5 月根津一报告有明确记载。 这意味着,在
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第二批报告书“副本”。 据日本学者成濑纱代子调

查,东亚同文书院后身爱知大学保存的“大旅行”报告书,原本缺少 1916
年之前的 9 回,但后来他们从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发现了第一至六回的报

告书,便将它们制作成微缩胶卷保存在该校图书馆⑥。 这批报告书上有

日据时期“台湾总督府外事部”的签章,而前文已述东亚同文会该时期制

作的“副本”只有 3 部,并不包含给“台湾总督府外事部”的一部。 因此,
这部分报告书很可能是“台湾总督府外事部”向外务省“借阅”期间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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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制的结果。
(二)从报告书到“省别全志”
在 1902—1906 年的“修学旅行”时期,东亚同文会便形成了一个传

统,即调查资料除提交有关官厅,还会面向社会,整理、编纂成出版物。 前

文提及的《清国商业总览》 《支那经济全书》就是根据该时期的报告书编

成。 到了“大旅行”阶段,这一传统得到沿用。 “大旅行”实施之初,东亚

同文会便试图仿效《支那经济全书》的编纂,将未来的调查报告书整理成

出版物。 1908 年 12 月会员大会上,根津一首次公布了该计划,并宣称报

告书的整理、出版对日本自不必说,对中国也会有广泛好处①。 到第二年

6 月的会员大会上,东亚同文会已经将该计划清晰化,拟从当年开始对前

三回(1907—1909)的报告书加以系统整理,出版一套 3 万页左右的大型

出版物《支那地理全书》。 这套全书分为三个部分:“一般地理” “政治地

理”和“经济地理”。 同时,还酝酿以“大清律令” “大清会典”等为基础,
编辑《支那政治全书》。 它们将和已经出版的《支那经济全书》形成系列。
有了这“三大全书”,便可以“详细解明支那国的全体”②。 从中能看出当

时东亚同文会调查、编纂事业的思路是想通盘了解中国国情。
之后,东亚同文会便以出版《支那地理全书》为目标,着手整理“大旅

行”调查报告书。 但这一过程颇为曲折。 1911 年 5 月,书院教授大村欣

一负责撰写的“政治地理”部分已形成初稿,东亚同文会本打算先将这一

部分作为单行本出版③。 但当年爆发了辛亥革命,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

巨变,书稿不得不做大规模修订,出版计划延迟。 1913 年,该书完成修订

并出版,定名为《支那政治地理志》④。 它虽然可以算作编辑《支那地理

全书》的阶段性成果,但实际上主要利用文献资料编成,利用“现地调查

资料”并不多。 至此时,“大旅行”调查报告书尚未加以系统整理。 1914
年,东亚同文会向外务省提交前述《对支那经营助成案》15 条,其中《支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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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東亜同文会明治四十一年秋季大会》,東亜文化研究所编:《東亜同文会史》,第
452 页。
《東亜同文会明治四十二年春季大会》,東亜文化研究所编:《東亜同文会史》,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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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日]大村欣一:《支那政治地理誌》上卷,丸善書店,1913 年,第 1—3 页。



调查编纂出版案》提出“欲求对支那事业之兴盛,需先详知其国情”,为此

要先对彼国的“一般情况”做广泛调查并予以出版,“知其大要”后再针对

若干“要地”进行专门调查,相关材料“迅速颁布”,以资运用①。 据此,东
亚同文会当时的思路仍以编辑“全书”性质的涉华出版物为首要任务。
但此时中日关系波诡云谲,以“二十一条交涉”和“洪宪帝制运动”为焦

点。 该会不得不暂缓“全书”的编辑计划,优先编成“山东及胶州” “中国

各地排货事情调查报告”等资料②。 1916 年,袁世凯病亡,“省”在中国时

局中的重要性陡然上升。 于是,东亚同文会悄然放弃了“三大全书”编辑

计划,从 1917 年开始以“省”为单位编辑《支那省别全志》。
编辑工作开始之际,过去 10 年的报告书累计“约 20 万页”,全面记载

了中国的地理、社会、经济、政治等基本国情③。 但东亚同文会确定的编

辑原则不是全面呈现,而是选择性公开。 在 1917 年 6 月的东亚同文会会

员大会上,东亚同文会高层指出“全志”编纂工作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对报

告书进行“折中和取舍”④。 这表明未来很可能要对报告书原文做大幅度

的删减。 而成书后的情况正是如此,如果比对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布的

调查报告书复制本和出版后的《支那省别全志》各卷,能发现以下两大类

内容几乎被完全删去。
其一是报告书中的政治、军事内容。 前文已述,调查班分班的方法一

般是“商务科”与“政治科”学生搭配,后者专门负责调查政治、军事类内

容。 故调查班成员中有“政治科”学生者,其报告书中都有政治、军事类

内容。 其篇幅或为一卷,或为一编,或为数章。 《支那省别全志》是按省

分卷,卷下有“总说”“开港场”“都会”“交通运输”等若干编,各编标题与

报告书中同级标题颇为相似,却独不见有政治、军事类的“编”,甚至也没

有这样的“章”,偶尔在“章”下的“节”中有一些零碎记述⑤。 值得注意的

是,方志有“横不缺项” 的惯例,政治类原本是“一般志书不可或缺的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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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”①。 报告书中明明有这样的内容,而《支那省别全志》却近于阙如。
其二是报告书中的“绪论”和“结论”。 从 1907、1909 和 1915 年的报

告书正文来看,一般各编的第一章是一个导入性质的“绪论” (或称“绪

言”“总论”),而最后一章是一个总结性质的“结论”。 从中能看到报告

书撰写者对某一类问题的态度、立场、展望或是一些“资政”性质的建言。
比如,1907 年“芝罘班”调查报告书第三卷第一编第八章的“结论”指出:
关于该港的前途,尽管欧美人大多持“悲观说”,但从“经营满洲”考虑,日
本应该扼守渤海湾对岸,在此地增强“实业”和“军事”实力。 另外,这里

将来会开通烟台到潍坊的铁路,山东内地需要的商品可能从这里输入,这
对日本的贸易经营也有“至关重要的影响”②。 这表明,报告书的撰写不

是单纯地罗列资料,还有深入的分析、评论,这是东亚同文书院培养“支

那通”的一种训练。 但是到了整理、编辑《支那省别全志》时期,资料类内

容被保留,分析、评论的文字却不见踪影。 在这里,编纂者似乎又遵守了

“志书”述而不论的惯例。
此外,报告书中大量的地图在《支那省别全志》编纂中也被删除,尤

其是调查人员实测的地图。 根据前引根津一提交的第一回报告书制作费

用清单,3 部报告书中的地图有 600 页之多。 十年下来,应该有数千页。
而成书后的《支那省别全志》 “四川省卷”中的地图,仅有 36 幅③;“福建

省卷”仅有 35 幅④。 其他卷的情况应该与此相当,18 卷合计不过几百

页。 其中的差距应主要归结为删去大量实测地图。 比如上文提及的

1907 年“浙赣湘班”报告书中“钱塘江及锦江踏查地图”、1908 年“晋蒙

班”在张家口的实测图、1914 年“湖北四川班”在射洪县的实测图,在《支

那省别全志》中全不见踪影。
从上述差异来看,“省别全志”的编纂者在整理报告书之际,其取舍

标准并非方志惯例,而是另有考量。 1911 年东亚同文会向外务省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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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支那内地调查旅行要旨》之际,特别强调调查活动以“修学旅行”名义实

施,不易引起中国官民的“嫌恶”。 1914 年提交的《对支那经营助成案中》
重申“用修学旅行的名义实施调查,不容易招致误解”①。 从中可知,东亚

同文会自知心虚,一直在小心掩盖“大旅行” 调查的真实目的和内容。
《支那省别全志》的编纂明显延续了这一动机,其竭力删减者正是容易引

起中国人警惕的内容。 此番操作之后,报告书内容以“志书” 的面目出

现,看上去客观、中立,中国官民也就未产生足够警惕。 这是随后该调查

活动能继续实施的重要原因。

四、小结与余论

在完成上述考察后,再检视关于报告书的各种争议,以下问题或可得

到澄清:
第一,关于报告书制作的部数和渠道。 在报告书撰写阶段,书院学生

只制作了一部报告书,即所谓“正本” (手稿本),并无“副本” 产生。 之

后,“正本”被邮寄至东亚同文会本部,由本部组织人员进行誊写和复制。
其间会形成三部“副本”。

第二,关于报告书“副本”的去向。 广为流传的“三个部门说” (即分

送外务省、参谋本部和农商务省)大体无误。 但并非每个部门各“寄送一

部”,而是三部“副本”统一提交外务省,该省处理完毕后再分送参谋本部

和农商务省,同时也会转交其他部门“借阅”。
第三,关于报告书与日本军方的关系。 报告书提交参谋本部,东亚同

文会是完全知情的。 并且,除了军方,该会还主动迎合日本政界、实业界

对华扩张的需要,在调查题目上做出安排。 从这点来说,“大旅行”带有

间谍活动属性是毋庸置疑的。 但是,东亚同文会高层在公开场合,竭力掩

盖调查活动的真实动机,将“大旅行”说成是有益于中日两国。 正因如

此,在面向社会整理报告书之际,编纂者大幅删减原文,以看似客观中立

的“志书”体例出版了《支那省别全志》。 对于高层的谋划,广大调查学生

或许无法完全知悉。
第四,关于东亚同文书院的性质问题。 在战后日本,不少学者能够正

视书院的罪恶本质,指其为“日本帝国主义之尖兵”或“间谍学校”。 1980
年代后,一些日本学者或书院毕业生不认可这种观点,斥其为“进步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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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”支配之“偏见”①,或者是“毫无根据地传说”②。 但从报告书的内容

看,“大旅行”调查的对象包含日本外务省所认定的“机密”情报;从报告

书的去向看,东亚同文会以之服务于日本政府和军事部门存在着主观上

的故意性。 这些都符合法律上认定“间谍”行为之要件。 因此,即便书院

学生对报告书去向不完全知情,也不影响书院的“间谍”性质。 毕竟,书
院的性质如何不是学生决定的,而是创办者(即东亚同文会)及其背后的

势力决定的。
按东亚同文会的本意,1914 年得到外务省新一期资助后,“大旅行”

要继续实施 10 年,直到调查完中国所有“小都市”③。 但第一个三年周期

(1914—1916)完成后,关于下一步调查活动如何策划,会内产生了不小

分歧。 部分书院教师认为照以往的方法调查下去,调查内容会失去独创

性,得不出多少新意④。 其次,外务省对该周期的调查效果不太认可,也
主张革新“大旅行”⑤。 在这一背景下,《支那省别全志》编辑期间,书院

增设“支那研究部”,事业之一即指导“大旅行调查”⑥。 此后的调查方法

多有变化,比如不再为各“旅行调查班”设计统一的、大而全的题目,一条

调查路线只调查某一专门问题,如 1919 年的“北支内蒙古羊毛班” “山东

河北河南湖北棉花班” “中北支金融事情班”,1920 年的“南方移民班”
“饥馑调查班”等⑦。 相应地,1917 年之后报告书的撰写、制作及流传情

况有很大不同,笔者将另文考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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